
 

 1 

文化再创造与乡村秩序的重构 

——以清水江下游地区为例 

王勤美 1，21 

( 1．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2． 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以清水江下游多民族互嵌地区为例，讨论在“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和政府成为乡村发展

的资源注入主体，受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刺激，基于经济和文化资源竞争的地方民众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历史记忆，

采用文化重构、仪式展演、营造象征权力的空间意象等文化策略，进以编排人群阶序，调试乡村社会秩序，以便获取更多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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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再生产的阐述，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杜赞奇强调“文化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和规范，

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

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反过来，又激发着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
［1］

赵旭东则认为“文化是一种行动的逻辑，

是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种观念的制约，相互而巧然构成了一种依据地缘和血缘所

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文化的重建是要在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性的认识和价值，形成一种认同。

一种以文化的集体记忆书写为藉口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在新一轮的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得以实现。”
［2］

需要强调的是，布

迪厄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指出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即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得以传承，从而使社会得到延续。尽管

文化再生产带有“复制”的意涵，但并不等于文化复制，强调的是“再生产”与原来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历史的、现

实的和未来等多元因素交错互动。如此看来，在互动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更新与再创造的文化，从

而彰显出作为文化生产者———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布氏所强调的文化再生产，既显示出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

征，同时也显示它的复杂运作过程及其策略活动。
［3］

关于区域内的文化再创造与资源竞争，黄应贵等学者认为如若“过分强调经

济或文化结构层面的影响，而没能呈现文化本身的转化弹性与个体作为行动者( agent) 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agency) ，

自然也无法处理文化本身的历史化过程如何得以超越延续与断裂的二元化问题”
［4］205

。萧凤霞通过对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追踪研究，

指出“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个人总是在特定的权力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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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的多层关系网络中，运用这个结构中的文化象征和符号，去明晰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创造了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结

构。”
［5］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妨“将区域体系与文化创造结合起来，更有助于解决过去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或理论所忽视的因社

会秩序的扩大而有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现象，及其背后所隐含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化之基本性质”
［4］164

。 

综上研究，回到本文所关注的清水江下游地区，权力的文化网络涉及家族组织、族谱编撰、祠堂修建、创造标榜正统身份

的象征符号等一系列文化行为，当然，也包含存在于不同村落之中的与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相关的文化秩序和规范。

这种根据历史记忆而来的文化创造表现为“明代军事屯堡”“王昌龄状元文化”“明代府城新化”等文化标签的抢注与强化。当

下，在“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和政府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源注入主体，受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刺激，

地方民众纷纷卷入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基于经济利益和文化资源竞争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碎

片化的历史记忆拼接，采取文化重构、仪式展演、营造象征权力的空间意象等文化策略，编排人群阶序，调试乡村社会秩序，

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一、以“历史”之名:文化权力的把持 

清水江下游的新化乡曾是明代“新化守御千户所”“新化府”等机构的所在地，人群构成上以江西、山东等地的汉籍移民屯

军为主，至今仍流传着高台舞狮的民俗活动。据当地人的口述记忆，新化舞狮属北方狮，动作刚劲勇猛，其兴起和发展均与军

屯历史有关，过去“新化军户凡男丁皆能舞狮”。舞狮所登高台呈“品”字形，分别用 21 张方桌垒叠成 5 层，第一层 6 张列成

“一”字形，桌子之间留有一定间距用以人工固定，保证攀爬人员的安全，每向上垒一层则减少一张，最高层只剩一张桌子，

整个高台约 5 米。表演时，配有锣鼓乐队，雄狮每登上一层台阶，作出昂首远眺、舔毛呼吸、挠痒眨眼、摇头抖毛、匍匐休憩

等动作，到达最顶端时，双狮窄路相让通行，作出直立、拱腰、腾跃动作，精彩迭出。与此同时，地面的舞狮队配合表演跑堂、

抢宝、打滚、旋背、拜案、抢花炮、腾空直立、立身行走、雄狮敬礼等动作，场面热闹欢腾。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寨子中但

凡添丁、嫁娶、节日等喜庆活动，民众都要舞狮庆贺。尤其是春节期间，新化所城东、南、西、北四门各出一对狮子，配合龙

灯表演。先在本寨表演，过了大年初三，受邀到周边隆里、者屯、雷屯、铜鼓等村寨表演，相互舞狮庆贺的寨子均同新化一样，

是以汉人居多的屯堡村落，民间称这样的仪式为“讨猪”，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成了维系和沟通村寨关系的重要方式。 

除舞狮外，水龙也是新化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据说起源于明成化年间的玩水龙求雨仪式。此后，每遇旱情，新化人

都要到所城西北的邵家庄和亮江河畔进行祈雨仪式。相比于舞狮和水龙，汉戏的历史稍短，光绪年间才进入新化。汉戏有“生”

“旦”“净”“丑”四类角色，唱腔分为“一流”“二流”“三流”，板眼有快、慢、散三种。曲目有《王府上寿》《定军山》《三气

周瑜》《醉打金枝》《三顾茅庐》《穆桂英挂帅》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水龙、汉戏曾是新化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休闲娱

乐活动，联络着乡民与周边村寨的感情。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民俗活动也曾在某一历史时期寂静萧条，直至 2000 年后才

陆续复苏。在非遗文化申报和民族旅游市场的激发下，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潜在价值，开始陆续

介入地方文化的发展，意图将舞狮、水龙、汉戏打造成新化乡的文化名片。经过努力和争取，2007年，“新化舞狮”被列为贵州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名录，新化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舞狮文化艺术之乡”。 

近年来，当地相继开展了“杉乡好声音”“水龙舞狮汉戏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虽然是以“乡”的名义，而事实上，无论是

活动的举办空间、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展演项目均来自新化所村。2015 年，锦屏举办了五一“寻古踏青”活动，涵盖隆里古城

—新化—雷屯生态农庄—龙池万亩果场几个活动场域，新化乡以“府城故事·水龙舞狮”的活动主题参与其中。为了推动地方

民族旅游，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县政府邀请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贵州本省的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摄影爱好者参加。与往

常一样，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设在新化所村，展演内容包括沿亮江两岸的水龙文化游行、舞狮、汉戏等。这是一个展示新化风

采的好机会，为迎接这一盛大活动，乡领导和新化所村委会数次开会磋商，卫生、后勤、宣传、安保等环节事无巨细。其时正

值农忙，乡民们不得不放下农活，进行紧张的汇演排练。此次由县、乡联合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从头到尾，新化所村都是主

角，无论是活动空间、参与人员、表演内容都来自这个中心村寨，周边村寨的人群只能充当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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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笔者做了访谈，有的人不免心里发酸: “乡里面搞这些活动，我们村也想参加，只是不邀请我们，不好意思来。

今年我们村就组织了一支女子舞龙队，很活跃，耍的很好，乡里却不邀请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到附近的村寨去玩，蛮开

心的，还有红包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新化所玩龙，因为过去我们老人家去玩，但是新化所的人太狡猾了，给的红包里装的是石

头，根本不是钱。他们看不起人，欺负我们嘛。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我们自己玩。”而有的人似乎没有这么激动: “我们都习惯

了，舞狮子、玩水龙，还有唱汉戏本来就是新化所村的，过去在老祖宗手上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文化活动

又不是只有新化所才有，前几年每到过年期间，村委会都会组织大家玩狮子、玩龙，还猜字谜，大家很积极，年味也很浓。”上

述这些来自周边村寨不同人群的声音，传达出不同人群对当前地方文化发展现状的不满。而文化把持者新化所人则不这么认为: 

“欧阳的那是旱龙，只能在地上玩，下不得水。跟我们新化所村的不一样，我们的是水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几百年了，他

们在跟我们学，又学不像。他们是土司，哪有这些东西。”由此不难看出，舞狮、水龙、汉戏等文化活动一直被新化所村垄断，

而这也似乎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述这些来自不同人群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当下乡村社会的文化阶序。 

二、打破文化垄断:一次罢演风波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推行，国家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本注入主体，这些项目均与民族村寨挂钩，在这

样的情况下，舞狮、汉戏、水龙等民俗活动无疑成为民族特色村寨的象征。地方民众在自身发展和资源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文

化自觉意识逐渐加强进而滋生出了文化垄断，这些“卫所人”的后裔仰赖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与乡政府谈判争取

项目的资本。一方面，新化所村族大势众，家族代表均是村委会干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方面依赖其落实政策，开展村寨

事务；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家族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村委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成为一种无形的阻力，这样的情形让当地

政府十分头疼。 

2015 年 10 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锦屏召开，为扩大影响力，县政府决定举办“首届锦屏文书文化节”，

以“传奇木商·魅力锦屏”为活动主题，整合县乡文化资源，串联民族文化、木商文化、休闲旅游等元素，形成多元化的文化

发展模式。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盛会，无疑是这个僻居西南一隅的小县城进行自我宣传和推介的绝佳机会，各级领导十分重视，

指令层层下达，每个乡镇都要展示出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并在开幕式上组成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

此次活动新化乡需要组建 10 条水龙、8 对狮子，并作为排头兵带领整个游行队伍。如此重要的任务对新化乡而言是头一回，既

是荣耀，也是压力，毕竟是面对的是全国 400 多家新闻媒体，为不辱使命，县乡政府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筹备活动，数次召开会

议统筹部署，积极动员民众参加。 

按照以外的惯例，这样的文化展演活动理所当然是新化所村的事。但此时不同以往，国庆正是农忙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着

收谷子，新化坝子上千亩稻田，一时半会儿没法收完，加之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农事活动均压在中老年人身上，人手极

为紧缺，村民们根本没有闲心排练节目。初步估算下来，安保、后勤、表演，总共需要 300 多人，尤其是舞龙舞狮，必须由青

壮年完成。一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手，于是乡政府决定让周边村寨加入，这样不仅可以打破过去新化所村的文化垄断，还能调动

其他村的积极性，可谓一举两得。考虑到以往的传统，乡政府承诺让新化所村出 8 条龙，6 对狮子，周边村寨择优选拔 2 条龙、

2 对狮子。对于这样一个制衡的安排，新任领导甚是满意: “借助这样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可以调动周边村寨的积极性，大家

都参与进来，心里高兴，觉得政府一视同仁，正好可以压压新化所村的傲气，不然他们以为每次活动都非他们不可，越来越油，

以后工作就更难做了。”这样的先例，对于周边村寨而言也是头一回，自然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都欢呼雀跃，很是重

视，并积极排练。可却面临一个难题，过去他们只是看新化所人玩狮子，但是高台舞狮的动作套路、鼓点节奏全然不得要领。

为避免参赛队伍水平的参差不齐，乡政府决定让新化所舞狮传承人到周边村寨传授舞狮技艺。对于这样的安排，新化所人表示

出了不满: “那个人( 传承人) 是我们村的叛徒，舞狮玩水龙这些活动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新化所的，

他怎么可以随便教授给别人( 司寨人) 。”这些抱怨声似乎在提醒人们: 文化权力与族群身份息息相关。尽管时至今日，卫所与

土司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但当面临现实资源分配时，历史上形成的“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人群关系和权力格局，竟堂而皇

之成为当下不同人群垄断文化资源的工具。也许此处，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被列为省级非遗名录的“新化高台舞狮”，如今已

然成为新化乡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传承人，每年都会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并有专门的培训项目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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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排中，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周边村寨舞龙队胜出了，而新化所村 2 支龙队因表现不佳，惨遭淘汰，有意思的是，这两条

龙恰恰是村支书和村长家族的代表队，新化所村至今还保留有闵、刘、沈、李等姓氏的宗祠，强烈的家族观念远近闻名，大家

族在村寨事务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这样的结果让家族显得没面子，家族代表开始给村委会干部施压，要求重新选拔，无论如

何也要安排本家族的代表队到县城表演，如果不让去，那么新化所村其余的 6 条龙全都不能去表演! 这让村委会和乡政府倍感

压力，村支书和村长只能在家族内部做思想工作，然而收效甚微，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希望本家族的代表队能参加表演，毕竟

这是一件让家族长脸的事情。新化所人不断给政府施压，就连汉戏演员也表态: “如果龙队不去表演，我们汉戏也不敢去。不

然他们骂我们汉奸，就为这样的一次表演，得罪整村的人，背着这样的骂名，很不值得。毕竟大家都是乡亲，面子抹不开。”形

势似乎有些严峻，新化乡可是县里钦点的游行队伍排头兵，不仅代表乡更代表县，如果罢演，该如何收场? 乡村基层工作本就

不好开展，尤其是在一个家族势力干预村委会决策的乡镇，情况就更加复杂。最终，新化所村与乡政府各退一步，达成协议: 淘

汰的两条龙可做替补前往，往返车旅、食宿费用皆由政府买单。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乡村基层政治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当地方政府试图打破传统的文化垄断时，遭到了阻力。历经数百

年沉淀的乡村地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似乎根深蒂固，以核心村寨为主体的“中心—边缘”格局，就像跷跷板一样，在外界力

量介入时，偶尔失衡，然后又迅速反弹，要打破原有的秩序并非易事。上述生动的民众间文化博弈，向我们诠释了“文化是一

种可以引导我们去作出实际行动的潜在力量，它体现在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之上，并且这种感受和认知是

可以不断积累以及在人群中间相互传递的。此种在文化上的积累和传递造就了某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长此以往的行动，

形成了一种惯习。文化就是对稳定性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安置，它可以体现在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
［2］

当然，我们也看到

新化所这个汉人占主体的屯堡聚落，一个历经数百年而稳居中心的村寨，为保持文化上的优势而采取的抵抗策略，相应地，边

缘人群也伺机打破、穿越、靠近文化中心而进行努力和尝试。 

三、被规训的文化展示:“明代军事屯堡”隆里 

与新化相隔不过数里的隆里乡，明代曾设“隆里千户所”，两地田土相连，族群构成相同，均为屯军后裔，并保持着长期的

通婚关系。然而，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化与隆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新化所村坐落在坡地的上风口，屯堡城墙等

古建筑在数次的火灾中毁灭殆尽，当地人的心态也随着城墙的打开而逐渐开放，积极投身到经济生产的活动中，加之新化所村

位于宽阔的坝子，土地肥美，逐渐成为闻名的鱼米之乡。而隆里所村却以其近乎顽固的坚韧，竟还保留有“三街六巷九院子”

建筑格局，祠堂庙宇、古墓碑刻、石桥古井随处可见，花脸龙等民俗文化生机怏然，在苗疆腹地赫然存在了上百年的屯堡村寨

被闻讯赶来的文化研究者冠名为“汉文化孤岛”，一时声名鹊起。1999 年 8 月，隆里被列为贵州省重点建设的民族文化村镇，

同时是中国与挪威合作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之一。2007 年又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3 年，隆里古建筑群被评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政策、资金源源不断的注入，2014年 1 月，按照“修旧如旧、一户一档案、一户一施工图、一

户一协议”的原则，总投资预计 3 100 万元，开始对隆里古城“三街六巷”300 多栋民居立面、街道进行修缮。2015 年更是投

入 1 亿多元对古城特色民居进行立面修缮、街面铺装及环境整治、景观打造、停车场、客栈等修建，并完善了景区道路、水电、

通讯管网、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就连 2015 年 10 月黔东南第二届旅发大会也在隆里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一次旅发大会就是

一次聚力推动，今天锦屏的城市风貌、基础设施和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足以让人感受到旅发大会的推动效应，隆里也一定会

像镇远、西江一样成为我省旅游的新亮点和热点。”①
2
 

值得一提的是，隆里所人关于“王昌龄状元文化”的创造。数百年以来，湖南省黔阳市与贵州锦屏隆里，为王昌龄贬谪之

地究竟是黔阳还是隆里而争论不休。
［6］

王昌龄被贬谪龙标期间，与同被贬夜郎的李白患难相交，离别时，李白以一首《闻王昌龄

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赠，以“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心情。其后，王昌龄作诗《送崔将军往龙溪》: “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

                                                        
2
 ①引文来自“黔东南州第二届旅发大会隆重开幕”上的讲话。网址: http: / /toutiao． com/a6200506726024839425 /。

四、传统的循环再生:再造“明代府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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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里人根据上述诗文中提到的“夜郎”“五溪”“龙标”等地名，认为王昌龄的贬谪地就是隆里。明万历二十二年，黎平文人王

德文、梅友月、隆里所人王大臣等人“禽指以乩笔”，竖碑封墓，为王昌龄修建了衣冠冢。随后为其立状元祠、将原建的三孔桥

命名为“状元桥”，仿制周边侗民修建长廊，曰为“状元亭”。明嘉靖罗洪先《广舆图记》“龙里蛮夷长官司”条目中，最早做了

这样的描述“司境内有龙标寨，乃唐叙州潭阳郡龙标县地，王昌龄以江宁丞左迁龙标尉，李白增之诗有‘随君直到夜郎西’之

句”。清初修建的地方书院也命名为龙标书院，文人们为王昌龄及其相关的人文景观吟诗作赋，寄托隆里人的心情。乾隆六年

( 1741) ，以《广舆图记》为依据，靖道谟将“黎平府开泰县龙标山建有王昌龄墓”的内容写进了《贵州通志》。乾隆八年( 1743) ，

古州同知蔡时豫亲自到隆里拜谒王昌龄墓，并写诗歌凭吊。乾隆十七年( 1752) ，开泰知县郝大成任《开泰县志》主编，黎平

府儒学训导陈文政主笔，隆里人王师泰协纂。于是，他们在山川、古迹、丘墓、名宦、艺文等名目中，共有十三处记录了王昌

龄与隆里的关系。后王师泰中举为官，名声大噪，加之《开泰县志》的出版，王昌龄贬谪之地是隆里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以

至于民国时期《贵州通志·古迹》也以此为依据。 

曾经卫所人是国家在西南苗疆的代理人，领军饷、吃俸禄，身份高贵，而明万历年之后，朝廷吏治腐败，再也无暇顾及这

些散落在西南边疆的卫所人，优越的军人身份也随着卫所制度的奔溃而不复存在，这些汉人屯军深感苦楚寂寥。为了强化军屯

身份，慰藉落寞的心理，他们弃武从文，读书应考，跻身仕途，明清以来，新化隆里两地领黎郡之风骚，涌现出许多科举功名

之人，并借助建宗祠、立庙宇、修家谱结成强大的宗族组织，以此为依托进一步培养读书人。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还精心营

造人文景观，美化居所，创造出“龙潭虹影”“凌云飞瀑”“龙溪夜月”“洪钟松涛”“文笔流云”等景致，寻求自我的存在感，

以此区别周边苗侗人群。隆里所作为明代国家嵌入西南的众多楔子之一，这些移民实边的汉人军户，被朝廷强行安置到生苗盘

踞的苗疆腹地，显得茕茕孑立，势单力薄，尤其还要面对周围庞大的苗侗土著人群无休止的滋扰，繁重的战事让他们倍感恐慌

疲惫，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与王昌龄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有贬谪流放之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国家下达策令，召其回家。

隆里人出于对王昌龄这位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诗人的追慕，将其移驾到隆里，历代文人墨客、地方官员为其写诗作赋，寄

托哀思，出现了“千载羁魂应不怨，诗荒开遍夜郎西”的局面，留下了“龙标书院”“状元桥”“状元祠”等建筑。 

在国家政策导向和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作用下，隆里所人的文化自觉也在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合谋，创造出“唐

代诗人王昌龄贬谪之地”“明代军事屯堡”“唐风明韵”等文化品牌。加上强势的新闻媒体宣传，隆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四、传统的循环再生:再造“明代府城文化” 

相比之下，除了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活动，历史上同为卫所置地的新化所村因没有留下军事屯堡等古建筑，在乡村旅

游发展中显得有些弱势。隆里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带有政策性保护的头衔，面对被抢注的

文化标签“明代军事屯堡”，新化要想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显然步履维艰。然而，谋求发展的动力是无穷的，新化人群力群

策，根据自身历史，开启了文化创新之路。虽然没有留下屯堡建筑遗迹，但是翻阅历史，永乐十一年( 1431) 设新化府，府衙

就在今新化所村，下辖湖耳、亮寨、殴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赤溪湳洞等七个长官司①
3
，为贵州全省八府之一。新化府

是锦屏境内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所辖地域遍及今锦屏全境和剑河县南明镇，永乐十三年( 1434) ，贵州建省就是基于八府之

上。后因地狭人稀，宣德十年( 1435) 并入黎平府，但新化长达 23 年的府城建制历史，是隆里所无法相比的，也是新化人引以

为豪的地方。紧接着， 2015 年 10 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清水江文书文化艺术节”在锦屏召开，隆里

和新化两地延续了“寻古踏青”的活动主题，暗自较劲比拼。当下，隆里古城是省州县各级政府着力打造的“历史文化名村”，

给了资金和政策支持，新化只能退而求其次，调整为“明代府城新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可“府城文化”的内涵实质为何? 地

方民众和政府都莫衷一是。于是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群力群策，创造府城文化，具体如下: 

其一，以宗祠和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体包括象征正统身份的高爵牌、旗伞，这是隆里没有的文化符号。至此，

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近年来新化地区如火如荼的宗祠修复活动，既出于壮大家族观念发展自身的需求，同时也存在着与隆里等周

                                                        
3
 ①《太宗永乐实录》九十一，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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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村寨的文化竞争。然而，遗憾的是，新化宗祠古建筑群在 2011 年申报第五批贵州省级文保单位中落选。其原因之一是，县文

化局原本打算将整个亮江地区的宗祠捆绑申报，这样无论是宗祠数量、还是建筑风格都成体系，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各

乡镇之间意见不统一，不愿意放在一起，而隆里宗祠古建群 2005 年已经获得第四批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重复申报，如

此一来，失利也是意料之中，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资源分配的问题。已是文保单位的隆里宗祠建筑群，由政府拨款得以

修复，而新化地区的宗祠修建，只能依靠家族募捐集资，自食其力完成，如此一来更加激发了当地的家族观念和意识。截止 2016 

年底，闵、刘、沈、李等几大宗祠已修缮完毕，成为新化所村的标志性景观建筑。 

其二，府城文化包括水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地方政府着力打造隆里“花脸龙”，新化就不能喧宾夺主再宣传舞龙，

那就主打“高台舞狮”。为进一步发展舞狮文化，新化开展了“舞狮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教授中小学师生学习舞狮，培养年轻

队伍。2005 年 11 月，新化舞狮代表锦屏县出席黎平机场通航庆典活动，获得很大反响。2006 年 7月，舞狮队又获邀参加“黔

东南州建立 50 周年”演出活动；2007 年顺利申报成为贵州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同年 12 月，受三穗县邀请，前去传授舞狮技

术。然而，同是玩龙，水龙与花脸龙的起源传说和动作套路都不同，不过，由于隆里头顶“历史文化名村”等头衔，花脸龙自

然也能享受可观的资金、技术支持。对此，新化人有些忿忿不平: “过去，我们也玩龙，后来上级政府要宣传隆里，不让我们

玩龙。不过，我们新化的水龙是乌龙，最大的龙，隆里的是蛇龙，就是还不成形的龙。没法跟我们比。”这样的调侃似乎会让新

化人心里舒服很多。2010年以来，新化一共举办了三次“舞狮水龙汉戏文化艺术节”，将过去只有用来祈雨消灾的水龙正式引入

到“府城文化”的范畴中。当下的情形是，“新化高台舞狮”“隆里花脸龙”已经如影随形，成为当地的文化象征符号。 

其三，府城建筑景观再造。作为卫所的新化所村，过去有东、西、南、北四门，尤以龙形隐喻的东门鼓楼为标志性的象征

建筑。鼓楼始建于明景泰二年( 1451) ，几经复修，直至民国初年还保留原样，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为修建新化大桥而拆

毁。每每提及东门鼓楼的拆毁，新化所人倍感惋惜，这些带有族群标志的物质景观早已深入到当地人的心里。近年来，为打造

“府城文化”景观，在“一事一议”项目的支持下，乡政府决定重修新化所村东、西、南、北四座门楼，此外，还在亮江沿岸

修筑凉亭、风雨桥等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试图立足于亮江沿岸的田园风光和农业生态文化，进行统一规划，打造“休闲康体文化体验示范

区”。将“亮江河湿地康养休闲带”纳入生态锦屏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分批次进行建设完善。同时考虑

将府城文化的保护开发纳入全县“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统一规划，从县级层面成立新化府城文化保护开发委员会，组织专业

人士对府城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恢复新化府衙、化成书院、古街、古城墙等，将新化府城文化辅助隆里屯堡文化，以此

来丰富锦屏文化内涵。②
4
 

2015 年春，新化所东门鼓楼建成，为地方增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风韵。新化所村乡贤们纷纷吟诗作赋以示庆祝。其中，民

办教师吕生员赋诗一首: “瑞气泽新溪，溯千古典迹，尔和辟地，徐广效忠，应阳显武，宗骞殉节，千古贤风芳梓里；祥光沐

东阁，缅百年往事，德贞皈依，宪模勤政，定之弘文，正清戎马，百年佳话著古府”。退休教师刘坤汀撰长联: “此地雄矣，东

迎旭日西卧蟠龙，已悠悠历史六百年，明时设府衙，清代立所城，民国共和建乡镇，兼人文荟萃，曾出志士先贤，侍郎尔和义，

将军宗骞节，都司应阳孝，知府宪模忠，可谓人杰地灵，直赚得这锦绣河山，承先启后，朱紫蝉联，河清海晏；斯方壮哉，南

带碧水，北横翠岭，居泱泱黎庶一千家，庆典舞瑞狮祈雨玩水龙，春节元宵演汉戏，更民俗奇特，有那遗产胜迹，化成书院雅，

宗祠亭阁秀，自然风光美，瓜果稻蔬香，实乃物华天宝，唯期冀我家园故土，继往开来，兰桂馥馨，国泰民安。”如此气势，堪

比大观楼长联。上述诗作从某个侧面表达了地方文化精英对于府城文化的理解，同时也透露出当地人发展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诉

求。今天的新化仍旧保留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撰书对联的文化传统，而这些舞文弄墨的地方文人也备受乡邻敬重。当地人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创新，也许就是府城文化的核心。 

五、结语 
                                                        

4
 ②内容来自《新化乡关于县《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十三五规划”内容建议》，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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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清水江下游的乡村，受历史上“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空间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中心村寨极

力把持着汉戏、舞狮、水龙的等传统文化特权，维系着地方秩序，并以此为资本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上风。而边缘村寨则

伺机而动，试图打破传统的乡村秩序。当边缘村寨挑战既有文化阶序时，遭到了中心村寨的强烈抵抗，打破文化垄断的努力任

重道远。然而，这样的“中心—边缘”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当政府力量介入，中心也会发生偏离。面对此情形，地方民众借

助家族力量，通过建宗祠修家谱，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进行“历史”的再加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以此对抗外界

的政策压力。 

事实上，文化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传承。萨林斯指出，象征性的文化秩序就是一种结构关系。“人们是依据

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在此意义上，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

产出来。相应地，由于行动的偶然情境并不必定与某些群体可能赋予他们的意义相吻合，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

图式。在此意义上，文化由此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的。”
［7］

人们对当下的生活处境去作出新的文化调试，有选择地截取

过去的文化遗存进行重组，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以及表达形态。由此，文化和实际的生活之间才能够真正相互嵌入性地契合

在一起，也才不会出现文化与生活在契合度上的断裂、缝隙以及不合节拍。当社会秩序发生变化，文化势必会发生转型，“面对

新时代，能适时提出各种有关文化的新主张，不仅是生活于某种文化中人群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某种文化去应对外部环境的

一种必然途径”。
［8］

在区域文化的再创造过程中，当政府为主的外界力量介入时，清水江下游的乡村文化秩序发生了动荡，但是

当地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历史”之名为话语，不断演绎和丰富着传统文化，以便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

进而形成新的乡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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